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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理论

探析与实践立场

何志鹏１� 姜晨曦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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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纷争之后被确立。 职能必要说在为其法律人

格提供合理依据的同时，亦被用以解读国际组织是否应当享有豁免。 国际组织兴起初期受主

要国际公约的影响，为确保国际组织的独立性，多数国家更倾向给予国际组织较大程度的豁

免。 然而时移事易，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今社会，国际组织在相应历史条件下被赋予的

绝对豁免所具有的正当性逐渐减弱。 限制国际组织的豁免作为另一种可能，将在对国际组织

进行有效追责及人权保护水平提升上发挥积极作用。 限制国际组织的豁免虽并未成为国际惯

例，但其所具有的合理性不容忽视。 中国应考虑将限制豁免运用到处理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

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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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际组织在有限的运作范围内，更

多的是帮助或协调其他行动者而非进行直接参

与或实施有效控制。①随着国际组织数量的增

长、职能领域的延伸，其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扩

大，国际组织行为越来越多地直接作用于私人

主体。 国际组织亦可能实施不法行为，而私人

主体对其遭受的损害却因国际组织享有的广泛

豁免而无法得到救济。 受特定历史条件和《联

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影响，各国

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已经成为

较为普遍的做法。②然而随着国际人权保护水平

的不断提升，公民个人权利保护意识的觉醒，国

际社会及各国国内法院对于国际组织所享有的

绝对豁免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司法实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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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推翻以往绝对豁免惯例的裁决。 法院开始

对国际组织的豁免加以限制或以“有效替代救

济机制”标准进行分析。 国际组织绝对豁免在

维护私人主体合法权益、建立完善人权保护机

制、发展健全国际法治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

促使限制豁免成为司法实践的另一种选择而被

国际社会重新考量。 虽然司法实践中国际组织

享有较大程度豁免仍然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国

际组织豁免所具有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已经开

始显露。

一、司法实践对国际组织绝对

豁免的否定

� � 国际组织的豁免主要指国际组织及其官

员、财产和档案不受其所在国家司法程序的干

扰。 国际组织豁免的取得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国际组织的规约；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

的协议；国际组织与其总部所在国之间的协议。

自国际组织豁免这一概念产生以来，多数国家

对国际组织一直秉持给予其较大程度豁免的态

度：英美国内法院倾向于给予与国际组织有关

的雇佣争端以豁免，德国的某些法院对于国际

组织的行政法庭十分顺从，近年来一些国家对

国际组织的内部司法体系进行了评估，然而判

定国际组织不具备相应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并

拒绝给予国际组织豁免的国家仍然为数尚少。①

这种使国际组织免于各种司法程序的做法实际

上成为一种“绝对”豁免，②有学者指出，无论是

从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法律基础还是各国国内法

院实践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组织享有绝对豁

免；③限制豁免尚未形成国际习惯法，将其适用

于国际组织的管辖豁免为之尚早。④

然而，随着国际组织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

益的现象不断增多、国际组织绝对豁免与第三

方权益保护之间矛盾的加深，关于国际组织特

权与豁免的争论不再局限于某些更具代表性的

个别国际组织。 即使是倾向于支持国际组织绝

对豁免的国家，也已经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对国

际组织的豁免范围进行重新界定。 国际法的发

展进程中，国际组织绝对豁免看似处于主导地

位，然而实际上国际组织的豁免范围自产生以

来即不具有固定答案，在司法实践中限制豁免

始终作为一种可能而存在。 尤其在国家豁免由

绝对走向相对后，是否应对国际组织的豁免进

行限制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根据 １９４５ 年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法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简称

ＩＯＩＡ）的规定，国际组织应当享有外国政府所享

有的免于诉讼及各种形式的司法程序的豁免，

除非该国际组织明示放弃其豁免。 美国《国际

组织豁免法案》并未明确规定国际组织的豁免

范围，而是将其类比于外国政府的豁免，并将享

有特权与豁免的国际组织，以美国为其成员国

且被设定成总统通过行政手段应当享有特权与

豁免两个条件加以限定。 但 １９７６ 年美国颁布

《外国主权豁免法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简称 ＦＳＩＡ）规定，外国政府的豁免由

绝对豁免转变为相对豁免。 由此产生的问题在

于，国际组织是应当享有《国际组织豁免法案》

颁布时外国政府所享有的豁免，还是应当依据

美国国内法律的变迁而做出相应的变更解释。

由此美国法院对于《国际组织豁免法案》的适用

也出现了分歧。

早在 １９８０ 年布罗德本特诉美洲国家组织

案中，法院做出判定，雇佣争议不应当受到来自

国际组织外部的干扰。⑤ 随后塔克诉泛美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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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案中上诉法院维持了驳回起诉的裁决，而

避免了对国际组织是否享有绝对豁免进行判

定。① １９８３年门达罗诉世界银行案，法院判定世

界银行享有豁免而未支持门达罗的诉讼请求。

法院指出银行的作用在于提供多国协同行为以

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平衡增长，豁免的目的

在于使世界银行一样的组织免受国际政策的影

响，而使其免于法律程序、财务控制、税收和义

务等方面的内容。② 法院采取了将与国际组织

有关的法律问题留置国际组织内部解决的路

径，因此法庭不愿就门达罗的诉讼请求是否为

国际组织的职能必要、应如何给予豁免这一问

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③

１９９７年的伦德尔－斯佩兰扎诉纳西姆案，则

做出了有关国际组织豁免是否应当比照适用

《外国主权豁免法案》国家豁免相应规则的裁

决。 本案是公民个人就雇主对其施加的殴打、

侮辱而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法院排除了此种

行为内部行政管理事项的属性，并由此否定了

国际组织的绝对豁免，法院认为本案应当适用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的有关规定。④ 然而

其后 １９９８年阿特金森诉美洲开发银行案否定

了伦德尔－斯佩兰扎诉纳西姆案中比照适用《外

国主权豁免法案》限制国家豁免的做法，而给予

了国际组织豁免。⑤ 阿特金森诉美洲开发银行

案中，特区巡回法院认为，美国《国际组织豁免

法案》为国际组织的豁免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监

控体系，总统持有修改、决定、限制甚至取消某

一国际组织豁免的权力；国际组织的豁免与总

统的决定而非外国主权豁免法律的发展相关。

本案中法院支持了国际组织的绝对豁免，美国

国内法院基本延续并遵循了这一案例，大多给

予国际组织以绝对豁免。⑥

即便如此，一直采取绝对豁免的美国在近

年来亦有所转变。 ２０１０ 年欧斯诺卡尔瓦（ＯＳＳ

Ｎｏｋａｌｖａ）公司诉欧洲航天局案，美国地方法院判

定欧洲航天局放弃了豁免，而在上诉中美国第

三巡回法庭直接判定，欧洲航天局本不享有绝

对豁免。 本案中第三巡回法庭做出了与阿特金

森诉美洲开发银行案完全不同的判定：美国《国

际组织豁免法案》应当涵盖有关外国主权豁免

方面法律的发展和变化。 法院指出，给予国际

组织不同于主权国家的豁免是不被接受的，此

种做法甚至会促使国家通过国际组织行为而逃

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⑦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２１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审理

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同样涉及国际组织豁

免问题，也是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决定对如国际

金融公司一般的国际组织是否会对其有害行为

负责进行审理。 本案中，杰姆地区的农民和渔

民居住和生活的区域被印度古吉拉特邦地区塔

塔蒙德拉（Ｔａｔａ Ｍｕｎｄｒａ）煤电厂的建设所污染。

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贷款被用于该厂的建设和

运营，而贷款协议中包含了防止社会和环境损

害的规定。 尽管塔塔蒙德拉煤电厂是造成污染

的直接原因，原告方于国际金融公司的美国总

部所在地对其提起诉讼：该厂的建设污染了地

下水、海洋生物，并将废气排至空气中；对国际

金融公司项目进行监察的巡查官也认为国际金

融公司在减少社会和环境损害方面有所疏忽。

诉讼中国际金融公司并没有否认损害的存在，

而是认为美国法律赋予了国际组织免于承担责

任的权利。 美国特区巡回法院参照阿特金森诉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ｏｎｒｏｅ Ｌｅｉｇｈ， “Ｔｕｃｋ ｖ． Ｐ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６８ Ｆ．２ｄ ５４７”，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７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２， ｐｐ． ６２３－６２４．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ｎｄａｒａ ｖ．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１９８５， ｐ． ４８９．

同②， ｐｐ． ４９６－４９７．

Ｒｅｎｄａｌｌ－ Ｓｐｅｒａｎｚａ ｖ． Ｎａｓｓｉｍ， １０７ Ｆ． ３ｄ ９１３ （ Ｄ． Ｃ． Ｃｉｒ．

１９９７）， Ｃｆ．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ｅｅ Ｐｒｉｃｅ ｖ． ＵＮＩＳＥＡ， ＩＮ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Ｈａｌｉｂｕ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Ｓｏｍｐｏ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

ｃａ，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０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Ｎｏ． Ｓ－１４１８４，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ｌａｓｋａ．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ｖ．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１５６ Ｆ． ３ｄ

１３３５ （Ｄ．Ｃ． Ｃｉｒ． １９９８），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ｖ．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 １９９９，

ｐｐ． ９１－９９．

谢海霞：“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

免”，《政法论丛》，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第 ２６页。

ＯＳＳ Ｎｏｋａｌｖａ， Ｉｎｃ． 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６１７ Ｆ．３ｄ ７５６

（３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０），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 Ｎｏｓ． ０９－３６０１， ０９－

３６４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Ｔｈｉｒ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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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开发银行案，判定国际金融公司享有绝对

豁免，但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裁定，并将案

件发回重审。① 裁决指出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

案》应当对国际组织起到规制作用，因此国际金

融公司不享有绝对豁免。 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得

到所有法官的认同，②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限制国

际组织豁免的支持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与之相应，近年来欧洲法院也并不倾向于

盲目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 欧洲人权法院

在韦特和肯尼迪诉德国案中指出，如果存在替

代解决机制，那么给予国际组织豁免应当被接

受。③ 本案中法院认为欧洲航天局建立公约及

其附件为私人争端提供了多种救济方式，由于

替代性解决机制的存在，欧洲航天局享有豁免

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 因此欧洲法院

对于国际组织采取的是有条件的豁免。 这一标

准促使欧洲各国法院以人权影响评估取代功能

必要性分析，即对受损主体能否获得其他救济

手段进行判断：如果存在替代性的解决机制，法

院将支持国际组织的豁免。④

２０１７年 １ 月 ２０ 日荷兰最高法院在欧洲专

利组织劳动争议案中，参照韦特和肯尼迪诉德

国案进行分析，最终认定存在合理替代机制以

为当事方提供救济，由此撤销了上诉法院否定

欧洲专利组织管辖豁免的裁定。⑤ 欧洲专利组

织可以援引豁免，因此荷兰法院对本案无管辖

权。 尽管采取此种路径，涉及到对替代机制实

际效力的分析，但其为法院否定国际组织的豁

免提供了一种可能。 同时法院也开始对国际组

织内部解决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判断，如果此种

机制未被认定为充分有效，国际组织则不能享

有豁免。⑥

由此可知，国际组织当然享有“绝对”豁免

已不能再被视为普遍情况。 越来越多的国内法

院开始对国际组织进行不同于以往绝对豁免模

式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豁免范围加以限制。

虽然司法实践中欧洲国家法院通过“替代性解

决机制”标准进行分析后，给予国际组织豁免的

情况仍占多数，但却不能忽略其在否定国际组

织绝对豁免方面的尝试。 即使是与国际组织联

系更为紧密的国家，也因国际法的发展而开始

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由此对于国际组织绝对豁

免的直接否定随之不断增加。

二、国际组织绝对豁免体制构建的困境

有关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具体规定并未

随国际组织的萌芽而产生。 以二战后成立的联

合国为例，《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４ 条规定：“本组

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执行其职

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第

１０５条比较笼统的规定了：“本组织于每一会员

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

权及豁免。”有学者将其称为“功能性”人格与

“功能性”豁免。⑦ 在随后的国际条约中联合国

才将有关其特权与豁免的问题细化：１９４６年《联

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

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也称

《总公约》），１９４８ 年《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

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也称 《专门机构公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ａｍ ｅｔ ａｌ． 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Ｎｏ． １７－１０１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布雷耶（Ｂｒｅｙｅｒ）法官在裁决所附不同意见中指出，鉴于

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该法案的目的和不良后果

风险的考量，商业和非商业诉讼中都应给予豁免。

Ｗａｉｔｅ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ｖ．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６０８３ ／ ９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ａｒａｓ． ６８－６９．

Ａｕｇｕｓｔ Ｒｅｉｎｉｓｃｈ，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７，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９５－２９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ｖ． Ｖａｋｂｏｎｄｓｕｎｉｅ ｖａｎ ｈｅｔ Ｅｕ⁃

ｒｏｐｅｅｓ Ｏｃｔｒｏｏｉｂｕｒｅａｕ （ ＶＥＯＢ，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 ａｎｄ ＳＵＥＰＯ

（Ｓｔａｆｆ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Ｎｏ． １５ ／ ０２１８６，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Ｓｉ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ＭＢＨ ｅｔ ａｌ． ｖ． ｄｅ ＮＡＶＯ －

ｏｎｄｅｒｄｅｌｅｎ，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Ｎｏ． Ｃ ／ ０３ ／ ２１７６１４ ／ ＨＡ

ＺＡ １６ ／ １３０，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本案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的劳动争

议诉讼，马斯特里赫特地区法院判定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组

成的工作组不能被视为充分有效的替代救济方式，基于这一原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于本案享有豁免。

Ａｕｇｕｓｔ Ｒｅｉｎｉｓｃ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Ｕ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

ｕｎ．ｏｒｇ ／ ａｖｌ ／ ｐｄｆ ／ ｈａ ／ ｃｐｉｕｎ－ｃｐｉｓａ ／ ｃｐｉｕｎ－ｃｐｉｓａ＿ｅ．ｐｄｆ， ｐ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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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１９４７年《联合国与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

的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也称《美国东

道国协议》），１９６０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

免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等。

使联合国免受其成员国的影响并更好地履

行职能，是赋予联合国广泛豁免的重要原因。

在联合国相关公约的影响下，区域层面颁布了

《欧洲理事会特权和豁免总协定》和《美洲国家

组织特权和豁免协定》等条约。 美国以宽松的

规定吸引联合国将其总部设在本国，对其他国

家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众多总部或所在地协定

受到了“绝对”豁免的影响。 相关公约对豁免事

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似乎更增强了“绝对”

豁免的正当性。①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组织处理的

主要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然而随着国际社会

的发展，国际组织亦在发生改变，其行为越来越

多地直接影响到个人，与此同时对个人权益造

成损害的情形也在逐渐增多。 将人权保护作为

重要目标的联合国，伴随其行动的却是暴力犯

罪在数量上的递增。②而诸多与国际组织责任有

关的诉讼，因其享有的绝对豁免，遭受损害的个

人无法获得有效救济，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不断

扩张的职能进一步提升了这种可能性。 ２０１０ 年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行动中的疏忽引发的霍乱造

成海地人口的大量死亡，③而因联合国享有的豁

免海地居民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任何补偿。④

《联合国与海地政府间关于联合国在海地行动

地位的协定》虽然对替代性救济机制做了规定，

但实际上这些规定从未得到实施。⑤ 此种情况

已不再是个别现象，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国

际组织在类型、职能范围上的扩展，导致个人权

益受到损害而难以获得救济，这一后果在概率

上的提升似乎成为必然。

考虑到个人权益受到国际组织行为损害的

现象不断增多，国际组织也开始采取一定的措

施进行应对。 联合国大会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日废止联合国行政法院，设立联合国争议法

庭 （ Ｕ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 和上诉法庭 （ ＵＮ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然而此种内部争端解决机

构现阶段仅适用于雇佣争议。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开

发署强制性社会和环境标准创立的独立责任机

制生效，以确保联合国行动中的行为能与其政

策、程序相符。⑥ 而此机制并无大量的实践经验

作为支撑，在相对较短的创立时间下其有效性

尚难以判断。 安理会设立监察专员，专员有权

对被错误列入联合国执行名单的个人案例进行

调查。 然而联合国并未设立类似的永久性问责

机制来处理联合国其他行动中的问题，仍有大

量在联合国行动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个体无法

获得救济。

与联合国相比，早在 １９９３ 年世界银行集团

就为受到或可能受到世界银行资助项目伤害的

个人设立了独立的投诉机制———监察组。 监察

组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三名成员组成，直接向银

行执行董事会报告并独立于银行管理层。 监察

范围包括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以及世界银行管理的信托基金资助的项目。 对

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支持的项目

的投诉，由合规顾问 ／巡查官办公室（ ＣＡＯ）处

理。 监察组收到的请求涉及环境评估、原住民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例如《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 ８条第 ２９节规定：联合

国应对联合国为当事人之契约或其他私法上所生之争端，或牵涉

因公务地位而享有豁免权且未经秘书长所弃权的联合国的任何职

员的争端，提供适当的解决方式。

Ｂｒｕｃｅ Ｃ． Ｒａｓｈｋｏｗ，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Ｕ．Ｎ．：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Ｕ．Ｎ． Ｎｏｗ？”

ＩＬ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 ３６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Ｂｏｄｅ，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ｉｎ Ｈａｉｔｉ：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４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７６０－７６４．

引起严重后果却因联合国的绝对豁免而未能对当事人进

行合理补偿而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例还有：科索沃铅中毒案、卢旺达

大屠杀案、斯雷布雷尼察案等。

魏妩媚： “论联合国 ‘功能相关绝对豁免’ 困境及应

对———以海地霍乱案为视角”，《法学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９页。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ｎｄｐ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ａｕｄｉｔ ／ ｓｅｃｕ －

ｓｒｍ．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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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等其他与人权保护密切相关的内容。

然而，监察组能够发挥的实际作用十分有

限，甚至可以说其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止

步于道德层面。 监察组指导手册明确指出：向

监察组提交投诉可能使世界银行管理层采取行

动纠正伤害。 监察组会对伤害是否与世界银行

政策和程序的违反有关作出裁决；帮助提高对

伤害或潜在伤害的关注，总结经验教训以协助

未来的世界银行项目避免类似伤害。 监察组直

接向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报告，银行管理层有

责任受理并回应监察组的调查结果。 然而监察

组不能保证由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所造成的伤

害会被终止或得到预防，监察组不是具有执法

能力的法庭，监察组也不会对借贷政府进行调

查。 监察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让项目带来

的损害得到关注，让受害者遭受的问题能够引

起有关层面的重视。

究其本质，此种机制是围绕国际组织的豁

免及其成员国的特权而精心设计的。 非国家行

为者并不能要求监察组调查主权行为者的行

为，而只能对世界银行集团与其操作准则和程

序不符而带来损害的行为提起诉求。① 上述机

制得出的结果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世界

银行集团的领导层可以选择性的接受或是直接

拒绝。 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即是巡查官的批

评并未能使国际金融公司减轻对社会和环境的

损害而引发的诉讼。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独立评估办公

室来研究关涉国际组织行为的问题，然而独立

评估办公室并不具有接收当事方诉求或是开启

调查的权力，办公室也没有做出报告的义务。③

由此可知国际组织为第三方提供的争端解决机

制，现阶段对受害人在获得赔偿方面的实际效

用十分有限。 尽管部分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件对

豁免的放弃做出了规定，多数情况下国际组织

并不妥协，而是要求绝对豁免以避免参与诉讼。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国际金融公司协

定》、《国际开发协会协定》、《多边投资担保机

构公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等对豁免的

限制并没有阻碍上述国际组织在司法实践中享

有绝对豁免。 因而国际组织主动改革、扩大放

弃豁免的范围，或许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这一

进程的迟缓及其将遇到的阻碍可以预见。

国际组织所创设的替代解决机制大多未能

为受损主体提供救济这一事实，也给欧洲法院

在判定国际组织是否享有豁免时所采取的“人

权标准”蒙上阴影。 这一标准旨在依据《欧洲人

权公约》第 ６条的规定，使公民免于遭受因国际

组织绝对豁免而无法提起诉讼的情形。 而在实

践中，这一标准究竟是对国际组织豁免进行了

有效限制，还是仅仅为绝对豁免遮上面纱，需要

进一步的分析考量。 另一方面，约束国际组织

的强行法规则有限，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

属于国际组织的特殊情况，绝大多数的国际组

织所承担的人权保护义务与国家不同，二者无

法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国际司法机构普遍对国

际组织不享有管辖权，国际组织并不能成为被

诉主体，私人主体的诉讼资格同样受限。 也就

是说国内法院采取松散的替代解决机制标准给

予国际组织豁免，加之国际司法机制的多重限

制，私人主体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很可能将被

完全剥夺。 因此“人权标准”在实践中的适用并

不尽如人意，其能否被推广开来尚存疑问。

综上所述，国际组织实际享有的与公约、协

定规定并不相符的绝对豁免，对第三方尤其是

私人权益的保护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甚至成

为人权保护的阻碍。 国际组织为此建立的内部

解决机制本身即存在发展、完善的空间，其并未

能充分承担提供有效救济的责任，而以之为基

础判断国际组织是否享有豁免也因此变得缺乏

可适用性。 由此可知国际组织绝对豁免已经对

人权保护、法制健全产生了反作用，随之形成的

６

①

②

③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ｌｅ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Ｂ，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ｉｐ － ｍｓ８． ｅｘｔｃｃ． 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Ｈｏｗ％２０ｔｏ％２０Ｆｉｌｅ＿ｆｏｒ＿ｗｅｂ．ｐｄｆ．

Ｊａｍ ｅｔ ａｌ． 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Ｎｏ． １７－１０１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ＩＭＦ，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ｅｏ－ ｉｍｆ． ｏｒｇ ／ ｉｅｏ ／ ｐａｇｅｓ ／ ＩＥＯ⁃

Ｈｏｍｅ．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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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内部解决机制以及国内法院裁判中的

应对机制并不能抵消绝对豁免带来的负面影

响。 国际组织绝对豁免不仅在其本源上即缺乏

合理性，与此同时用以维护绝对豁免的解决机

制及其他辅助方式根本难以中和现实中绝对豁

免带来的损害。 国际组织绝对豁免属于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体制的构建并不具备相

应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国际组织豁免应当进行

制度上的调整或是回归。

三、第三方获得救济途径及限制

豁免的合理性

３．１� 职能必要说的正确解读

在国际组织刚刚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保护

国际组织免于外部力量干涉最有效的途径，即

为使国际组织及其官员、财产、档案免于来自其

成员方的管辖。① 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际组

织被赋予了“绝对”豁免，此时的国际组织也极

少存在直接侵犯私人权益的情形。 然而当今社

会国际组织的规模、职能范围不断扩张，国际人

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私人已经成为国际法可

以直接作用的对象。 国际组织所享有的豁免范

围需要被重新审视。

有学者将给予国际组织豁免的主要理由归

纳为：确保国际组织的独立，使其免受国内政治

力量的干涉；国内法院可能存在偏见或是有失

诚信之时；使国际组织免于遭受基于恶意而提

起的无意义的诉讼；如果允许国内法院对国际

组织的行为进行审查，不同法院可能会对其作

出不同裁决。② 上述理由因其据有的合理性而

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支撑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

的理论依据主要有职能必要说、代表性说、公平

受益说等学说，其中以职能必要说接受最为广

泛：赋予国际组织相应的豁免以保证国际组织

运转的独立及其职能的有效履行。 国际组织的

特权与豁免使其免受外部的不合理影响，以确

保各组织能完成其使命。③ 职能必要是国际组

织享有豁免的依据，然而将“通过对职能必要的

限制解释来限制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适用范围”④

作为“绝对豁免转变成限制豁免”的方式，实际

上是对职能必要本身含义的误解。

所谓职能必要，是指除非该豁免为国际组

织实现其目的及履行其职能之必要，否则国际

组织没有理由逃避司法权力的正常规则。⑤ 无

需通过限缩解释，依据职能必要理论国际组织

享有的豁免本身就应当受到限制。 其根本原因

在于国际组织职能特定，且能够通过组织相关

文件及其实践进一步加以明确，国际组织的豁

免应当与其具体任务相关。 职能范围可能因情

势变更而改变，即便如此与组织职能相关的活

动范围依旧可以界定。 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联

合国在职能范围上的扩充，也不能使其涵盖国

际社会交往的所有方面。 职能必要说在本质上

是与绝对豁免相排斥的：必要即意味着国际组

织依据其所需完成的职能而享有豁免。 超出国

际组织职能履行范围外的绝对豁免不应当是职

能必要说的本意。

３．２� 国际组织主动放弃豁免的可行性

国际组织豁免的放弃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组

成文件、与东道国签订的总部协议进行规定，或

是采取直接签订造法性条约的方式加以确定。

１９５１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ＡＴＯ）渥太华协定第 ５ 条指

出，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财产和资产应当免于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ｎｉｅｌ Ｄ． Ｂｒａｄｌｏｗ，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ｈｉｅｌｄ ａｓ ａ Ｓｗｏｒｄ：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ｅｍ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５３．

Ｎｉｅｌｓ Ｂｌｏｋｋ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ｕｃｈａ⁃

ｂ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２７２．

李赞：“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北方法学》，２０１１ 年

第 ３期，第 １１６页。

谢海霞：“论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性质之争”，《东岳论丛》，

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期，第 １５２－１５３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Ｏ’ Ｔｏｏｌｅ，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ｄｉｖｉｖｕｓ： Ｓｕｉ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ｆｆｏｌｋ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４， １９８０， ｐ． 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

ｓ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Ｏｔｔａｗａ． Ａｒｔ． Ｖ． 本条同时规定了豁免的放弃并不延伸至执行或扣

押财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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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形式的法律程序，理事会代表主席可以明

确放弃这一豁免。 国际组织主动放弃豁免，将

使受损主体得以运用国内司法程序获得救济，

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将起到更多积极作用。 因

而似乎放弃豁免也可为国际组织与受损主体之

间的争端提供一条解决路径。

然而实际情况是，对于雇佣纠纷、人权损害

等国内法院常见的争议，绝对多数的国际组织

并不会主动放弃豁免，国际组织也常常不能为

当事方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使受损主体获得赔

偿。 国际组织的领导者更倾向于避免将国际组

织的内部管理暴露于外部机构的审查之下，以

使其运作受到质疑和冲击。 也就是说，如果可

以选择国际组织当然愿意获得绝对豁免，这意

味着诉讼程序的免除以及对不利审判结果的直

接规避。 即便是对放弃豁免进行了规定的国际

组织，普遍都会在条款中强调豁免的放弃不应

当损害该组织本身的利益。

国际组织为保护其在员工管理上的独立

性，倾向于适用内部机制解决与员工之间的争

议。 然而依据职能必要说，以内部机制调节所

有因国际组织侵权行为引发的雇佣争议，并不

具有当然的合理性。 针对国际组织员工的暴力

犯罪，可能直接严重危害其基本人权却难以与

国际组织的职能相连接。 另一方面即便此种情

形会对国际组织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现实中

也难以期待国际组织主动放弃豁免，因为比起

短暂的名誉受损，国际组织参加诉讼不仅可能

需要承担裁决的不利后果，同时还可能需要对

其引发的连带效应负责。 因而在国际组织利益

没有受到损害或提起反诉的情况下，很难期待

国际组织参加诉讼。 也就是说要求国际组织主

动放弃豁免，往往意味着第三方通过外部司法

程序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无法实现。

由此可知，国际组织的内部机制并不能解

决与其员工有关的所有争议，而且在很多情况

下也不能为员工提供有效救济。 并非所有的雇

佣争议都关乎国际组织的职能履行，职能必要

不能为绝对豁免提供充分理据。 而通过放弃豁

免，以外部司法程序对国际组织追责实属困难。

因而与其期待国际组织主动放弃豁免，不如将

与国际组织职能行使无关的豁免分离出来，以

使国内法院获得管辖权，这将对当事人权益保

护起到更为直接的促进作用。

３．３� 替代解决机制的实际效用

与直接对国际组织豁免范围进行限制不

同，欧洲法院采用“人权标准”判断国际组织能

否享有豁免，即如果该组织或其他机构提供了

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组织的豁免则应

被尊重。 这一标准是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６条

规定的维护，同时此权利也反映在其他国际条

约中：《世界人权宣言》第 ８ 条规定了每个人通

过法院得到救济的权利，第 １０ 条规定了人人有

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公开的

审讯，以确定其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其提出的

任何刑事指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消灭所有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诸

多区域性的人权保护国际公约亦对上述权利做

出了相应规定。 此种权利要求在给予国际组织

豁免的情况下，受损主体无法得到救济，则应当

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解决机制。 韦特和肯尼迪诉

德国案、比尔和里根诉德国案均依此判断，原告

能够通过合理替代途径以保护其公约项下的权

利，因此国际组织应当享有豁免。①

有效替代机制是为了保证国际组织享有豁

免的同时能够为受损主体提供补偿、救济。 就

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虽然已经出现了国际组

织不具备完善机制而被否定其享有豁免的案

例，但多数法院仍然倾向于给予国际组织“绝

对”豁免。 这一标准究竟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

还是对绝对豁免的掩饰，抑或欧洲法院对国际

组织豁免进行限制的探索，都需要对标准进行

解释后才能确定。 国际组织的内部争端解决机

制能否促使造成损害的决策部门承担相应的责

任、止损或进行赔偿，最终的决定权可能依旧掌

８

① Ａｕｇｕｓｔ Ｒｅｉｎｉｓｃｈ， “Ｗａｉｔｅ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ｖ．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ｅ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ｎ ｖ．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ｕｉｔ ｉｎ Ｇｅｒ⁃

ｍ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ｕｒｔｓ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９３， Ｎｏ． ４， １９９９， ｐ．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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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国际组织的决策机构手中；而少数设置独

立调查机制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集团，所做

出的报告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是执行效力。

实践中，欧洲国家法院接受将国际组织存在独

立的行政法院，作为有效的替代解决机制，然而

对于当事方可以获得的实际救济，有的法院则

做出了赔偿标准无需与国内法院等同的认定。①

因此与国际组织行动相关并受其影响的私人主

体，往往无法实现国际习惯法规则下的获得有

效救济和公正审判的权利。 此种情况下，该标

准显然没有实现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合

理限制国际组织豁免范围的功能。

故而，如果希望“有效替代救济”机制发挥

真正的作用，首先需要机构在设置上保证相对

的独立性，例如成立专门仲裁机构或法院，使国

际组织的运作免受其成员国司法机构的干扰。

设计或实施不当的解决机制难以满足人权保护

的需求，也将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于该机制的信

任。 与此同时，需要对“有效救济”的内涵加以

明确。 司法判例并未能给出清晰标准，公平、公

正、独立及有意义等概念在实践中缺乏可适用

性。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表的《商业和人权指

导原则》对非司法申诉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解

释。 该指导原则认为有效性标准应当涵盖以下

内容：合法（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可达（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可预

见（ｐｒｅｄｉｃａｂｌｅ），平等（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透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

ｅｎｔ），权利可兼容（ 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和经验教

训的学习（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此外

运作层面的机制应以参与和对话（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为基础。② 该指导原则同时对各项

标准进行了解释，并在评论中指出申诉机制应

当排除受损一方参与的困难和障碍。 以上关于

“有效”的认定，可以为采取替代解决机制标准

判定国际组织豁免的法院，提供一定程度的指

引和参考。

由此，理论上有效替代机制标准的设置能

够对国际组织的豁免进行限制。 然而由于这一

标准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实践中即使缺乏健全

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组织依旧可以享有

豁免的情况。 有效替代机制标准需要通过含义

上的明确和实践中的正确应用，才能实现其本

来目的。 因而在该标准的适用有待完善的现实

条件下，直接对国际组织的豁免范围进行清晰

的限定似乎更为有效，通过限制豁免而非“有条

件的豁免”对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规制，更加符

合促进国际法治发展和人权保护的需要。

３．４� 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具体应用

有学者将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主要途径概

括为：通过对国家主权豁免的类比适用，排除国

际组织商业行为的豁免；通过对职能必要的限

制解释来限制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适用范围。③

正如前文所述，后者是对职能必要说应有之义

的曲解，而前者由于国际组织与国家在性质上

的根本差别，将国家豁免的规定类推适用于国

际组织不仅欠缺合理性，更可能造成实践中的

混乱。 美国《国际组织豁免法案》规定国际组织

的豁免参照主权国家，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

案》的颁布导致国家豁免范围发生改变，由此引

发的争议即是最好的证明。 而实际上在主权国

家绝对豁免被普遍接受之时，美国司法判例即

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美国诉德国钾盐公司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Ｋａｌｉｓｙｎｄｉｋａｔ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案中就曾

指出外国政府机构在美国从事普通商业交易时

不享有其他外国公司、机构或者个人从事商业

活动所不享有的特权和豁免。④ 时至今日，国家

豁免将国家商业性质的活动排除已被广泛接

受。 然而国际组织并非主权实体，这就意味着

对国际组织的行为并不能进行“主权”和“商

业”的划分。 如果以此界定国际组织的豁免范

９

①

②

③

④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ａｎｉｅｌ Ｄ． Ｂｒａｄｌｏｗ， “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ｈｉｅｌｄ ａｓ ａ

Ｓｗｏｒｄ：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ｅｍ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６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

Ｄｏｃ． ＨＲ ／ ＰＵＢ ／ １１ ／ ０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ｐ． ３３－３４．

谢海霞：“论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性质之争”，《东岳论丛》，

２０１２年第 １０期，第 １５２页。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ｓ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ＯＩＡ”， Ｔｅｘａ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５，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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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那么国际组织的豁免将被实质性的剥夺，美

国所采取立法模式并不可取。

国际组织应当为不法行为或是法律未加禁

止的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责。 国家在类似情况下

成为责任主体，而国际组织却享有豁免着实难

以找到有力的支撑论据。 国际组织行为很可能

会对私人主体造成重要影响，并引发侵权等不

利后果。① 国际组织行为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

消除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

会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但是，在维和行动中出

现了犯罪，这使得国际社会再也无法否认国际

组织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据此可知，对国际组织豁免范围进行限

制，可以对国际组织行为起到一定的制约作

用，从而促进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 职能必要

则为国际组织豁免范围的确定提供了一个可

行标准。 依据该理论，无需对国际组织行为进

行性质上的区分，而是以组织文件及实践划定

其职能范围，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给予豁免。

此种职能必要不应当与功能性豁免 ／职能性豁

免相混淆：前者为国际组织限制豁免合理性提

供依据和方法，而后者往往导致国际组织享有

事实上的“绝对”豁免。② 也就是说职能必要与

限制国际组织豁免这一观点相契合，界定职能

范围是限制豁免的手段，职能必要并不排斥其

他可以限制国际组织豁免范围的方式方法，这

与功能性豁免的模糊规定导致的“绝对”豁免具

有本质区别。

此外，限制豁免并不是对国际组织内部机

制及其他司法程序的否定，而是出于人权保护

的需要，为当事方提供国内司法救济途径。 为

更好地保护国际组织的独立性，并减少限制国

际组织豁免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将国内法

院作为当事方寻求救济的最后途径，不失为一

种合理选择。 这一过程必须对当事方提供明确

的指导以避免碎片化现象的产生。③ 另一方面，

为避免有关豁免问题的讨论，许多国际组织在

确保其内部或其他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

运作上做出努力，④机制的健全完善也可以降低

国际组织对限制豁免的抵触。 缩小国际组织问

责机制与国内司法机制的差距，将对人权保护

起到更多积极作用。

无论是放弃豁免、替代解决机制还是限制

豁免范围，问题的本质都在于使受损主体保有

获得救济的途径。 国际组织主动放弃豁免的可

能性较低，国际组织内部机制或其他替代性争

端解决程序，往往因欠缺独立性和执行力而无

法发挥实际作用。 限制国际组织豁免范围则能

够使国内法院获得管辖权，使受损主体的诉求

得以被听取，节约当事方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绝对豁免可以使国际组织规避其本应承担的责

任，无形中增加了处于被动地位的相对方与其

进行合作的风险。 而限制豁免则为国际组织行

为相对方提供了一种保障，使其对国际组织的

行为后果可以进行合理期待，增强相对方对于

国际组织的信任。 对国际组织豁免进行限制的

方式并不单一，而无论采取何种途径都需要国

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绝对豁免是司法机构对国

际组织的纵容，国际组织成员国甚至可能因此

而利用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为。 使国际组织回

归有限制的豁免，不仅关乎私人主体权益的保

护，对于国际组织自身的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限制豁免所具有的合理性不容

忽视。

四、中国面对国际组织豁免

应当持有的态度

� � 国际组织的豁免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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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Ｗｅｂｂ，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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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５８７．



第 ７期� 何志鹏等：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理论探析与实践立场

文件、多边条约和双边协定进行规定。 双边协

定包括总部协定和东道国协定。 东道国并不当

然加入了与其签订协议的国际组织，虽然此类

情形并不普遍。 国际条约与国际实践也影响着

各国对国际组织豁免问题的态度，在其共同作

用下，各国倾向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国际组织“绝

对”豁免，即使此种豁免与条约、协定相悖或是

并不利于本国司法秩序的维护。

二战后第一个总部协定为瑞士政府与国际

劳工组织之间订立的《国际劳工组织在瑞士境

内法律地位的协定》。 时至今日总部设于瑞士

或是在瑞士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组织数量十分

可观。 ２００７年瑞士颁布了《东道国法案》 （Ｈｏ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以及实施该法案的 《东道国条例》

（Ｈｏ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对可以享有豁免的国际

组织及其豁免的内容、范围均作出了规定。 上

述立法能够为与国际组织有关纠纷的处理提供

有效的指引，并使争端的解决更具透明度和公

平性。 与之相比，总部位于中国境内的国际组

织仍然数量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与国际

组织的交往在不断加深。 上海合作组织、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设立

于中国境内的国际组织，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加强中国对外交流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尽管目前中国境内仍然欠缺富有影响力

的国际组织总部，然而中国需要在国际组织豁

免这一问题上，明晰相应的指导原则和具体规

则，弥补理论与实践的不足。

中国尚无关于国际组织豁免问题的专门立

法，目前多是采用与国际组织签订协议的方式

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新开发银行签订

的总部协议第 ４ 条规定了司法程序的豁免，并

在以下情形对其加以排除：银行明确放弃豁免；

银行为筹资而通过借款或其他形式的筹资权、

债务担保权、买卖或承销债券权而引起的民事

诉讼，或与银行行使这些权利有关的民事诉讼；

第三方因银行所有或由其使用的车辆在中国造

成的交通事故而提出赔偿要求的民事诉讼；针

对银行强制执行一项因银行或银行代表明示接

受的仲裁而作出的仲裁裁决；与银行提起的诉

讼程序直接相关的任何反诉。 在此基础上第 ２

款指出政府、政府的任何代理机构或执行机构、

任何直接或间接代表政府或政府机构或单位的

实体或个人、任何直接或间接从政府或政府机

构或单位获得债权的实体或个人均不得对银行

提起诉讼。 第 ３ 款要求政府应采用《成立新开

发银行的协议》、银行细则及各种规章或与银行

签订的合同中可能规定的解决争端的特别程

序，来解决银行与政府之间的争端。 第 ５ 条规

定了银行总部所在地、档案不可侵犯与其财产、

资产的豁免。 第 １４ 至 １７ 条规定了国际组织工

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第 ２０ 条规定了豁免的

放弃和防止滥用，而放弃豁免的情形均强调了

对于银行利益的考量。 第 ２１ 条指出政府与银

行之间关于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无

法通过谈判或其他约定方式解决，应按照任何

一方的请求提交仲裁。 对于银行所享有的特权

与豁免，总部协议指出了银行及有关人员应当

遵守中国法律的规定。①

中国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订的协议

中，第 ４条在规定了司法程序豁免的同时，同样

列举了排除豁免的情形：银行主动放弃豁免；因

其通过借款或其他方式筹集资金、担保债务、买

卖或承销证券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民事诉

讼；银行或其代表通过明确提交仲裁协议而得

出的裁决的执行；银行所有或控制的交通工具

在中国境内发生事故而对第三方造成损害引发

的民事诉讼；由银行提起的诉讼中引发的反诉。

与此同时，该总部协议做出了与新发展银行相

似的协调中国政府与银行关系的条款。 银行的

财产、档案亦享有豁免。 第 １４ 条规定的有关人

员的豁免较新发展银行更为简洁，第 １８ 条对于

豁免的放弃同样强调了银行利益应当作为首要

因素加以考量。

以上协议通过列举式排除对国际组织的

豁免进行了限制。 尽管这并不足以表明中国

１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开发银行关于在中国上海设

立新开发银行总部的协定》，新开发银行网，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ｄｂ．ｉｎｔ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ｈｅｍｅｓ ／ ｎｄｂ ／ ｐｄｆ ／ ＨＱ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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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采取了支持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态度，但

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中国考虑到了对于部分行

为国际组织应当承担责任的必要性。 中国在

与国际组织签订总部协议时，注重与国际组织

的沟通、合作，倾向于以约定方式解决争端，然

而对于国际组织的温和态度并不能降低国际

组织行为对私人主体造成损害的可能性。 随

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际交往的不

断加深、人权保护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国对妥

善处理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设立国际组织

的豁免规则等问题进行慎重考量是十分必要

的。 为此中国应不断学习、借鉴已有立法和实

践得出的经验、教训。①

国际社会的发展促使国际法规则亦随之发

生改变。 美国《国际组织豁免法案》的规定因其

《外国主权豁免法案》颁布而产生的混乱，已经

促使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改变以往给予国

际组织绝对豁免的惯例。 国家相对豁免以主权

行为和商业行为的划分为基础，然而国际组织

根本不存在主权行为，其行为本质上都可以归

于商业行为。 基于这一原因中国并不应采取美

国模式，将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相联系而

使问题复杂化。 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适用并不

当然要遵照国家豁免的形式，职能必要、协议约

定等方式都可以对国际组织的豁免范围进行限

制。 国家豁免由绝对走向相对体现了国际法的

演进，这种变化正为扭转国际组织绝对豁免惯

例提供了可能。 对于国际组织豁免，中国并不

需要急于表明立场，而是应当通过审视国际社

会的发展变化，制定符合国际法治、人权保护发

展需要的法律规则。

不可否认，国际组织在其行动中越来越多

地危害到私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诸多案件中

国际组织并未能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责。 实

践中对于类似行为，国际组织被赋予区别于国

家的绝对豁免并不具有合理性。 对于国际组织

独立性的维护，并不能超越人权保护这一目标，

也无法抵消人口贩卖、谋杀等恶性犯罪带来的

严重后果。 国际组织绝对豁免为国家规避其本

应承担的责任提供了可能，２０１１ 年国际法委员

会颁布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即对国家利

用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形有所规定。 尽

管该条款草案对国际组织责任、国际组织与其

成员国责任承担问题有所规定，但囿于条款本

身的局限性，其可适用性并不强。 国际组织与

其成员国的责任承担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则体

系，国际组织独立主体资格、国家与国际组织的

特殊关系、国际组织职能履行等问题使得责任

主体难以确定。 国际组织很可能代替真正的行

为主体而被追责，国家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而实践中司法机构对国际组织的宽容态度将使

受损主体难以获得救济。 国际司法机构可能会

出于“国际礼让”，避免对国际组织内部机制进

行实质性审查，国内法院则选择绝对豁免对国

际组织“网开一面”。 因此绝对豁免不仅使对国

际组织的追责变得更为困难，而且可能会促使

国家利用国际组织实施不法行为以避免责任的

承担。

尽管国内司法机构可能力图避免牵涉与

国际组织有关的诉讼，国家也并不能因此就与

责任承担毫无干系。 在对与国际组织有关的

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追责时，国家很可能与国

际组织被列为共同被告，迫于管辖权的限制，

受损主体甚至可能选择将国家作为单一被告。

此外如果国际组织得到了国内法院给予的“绝

对”豁免，则可能引起当事方以获得审判的权

利被剥夺为由，而将国内法院作为被诉对象。②

因此国际组织绝对豁免并不能使国家完全置身

事外。 绝对豁免对国际组织的庇护看似为国家

逃避责任提供可乘之机，实际上国家仍然需要

承担相应的代价。 因此主权国家应当看清绝对

豁免的“虚假繁荣”，充分认识限制豁免的合

理性。

为此，对比已经签订的总部协议，中国应当

２１

①

②

参见陈柳：“新时代中国在国际法体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

认知与能力建设”，《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第 ７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Ｗｅｂｂ，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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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国际组织有效运营、充分履行其职能的

前提下，进一步细化国际组织豁免的例外范围，

防止公民个人因国际组织行为受损而无法获得

救济现象的发生。 在保护国际组织独立性的同

时，需要对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 争

取国际组织“落户”中国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

往、国际事务的体现，①而在这一过程中，处理好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助力国际组织的良好

运转，则是中国大国能力的彰显。 另一方面，虽

然中国需要积极主动的吸引国际组织安身于中

国境内，但中国需要秉持一定的原则，划定底

线，中国现有的总部协议已经体现了这一特点：

对于部分类型的诉讼，国际组织不享有豁免；国

际组织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其造成的

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国并不应将视野局限于将总

部设于中国或是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组

织，而是应当着眼全局，综合考量国际组织绝对

豁免和限制豁免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进而制定合理的规则。 在国际组织的绝对豁免

应当且可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并不急于

立法。 可以确定的是，对国际组织的豁免范围

进行必要的限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及实施上的

可行性。 中国在与各类国际组织进行沟通、合

作的同时，应当不断吸取立法与实践层面的经

验教训，不断完善与国际组织运行方面有关的

规则。 瑞士立法直接规定豁免的范围、内容，使

有关国际组织豁免的问题更加清晰、透明而富

有操作性，中国在未来与国际组织签订的双边

协议中，不妨借鉴此经验，进一步细化国际组织

的豁免范围及例外情形，顾全大局，处理好国际

组织职能履行、人权保护、国家利益维护之间的

关系。

五、结� 语

国际组织数量的急剧增长、职能领域和影

响范围的扩大，带来了私人主体权益受损而诉

求无门现象的不断增多。 对于这一问题，当今

社会普遍多数国家仍然给予国际组织近乎绝对

的豁免。 这种实践不仅可能危害与国际组织相

对一方的权益，而且也无助于形成国际善治的

局面。 国际社会的发展促动着法律规则随之发

生改变以满足实践的需要。 对于主权国家豁免

所经历的绝对到相对的转变正是国际法不断演

进的结果。 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的历史条件

已经改变，国际组织也会对个体权益造成损害，

而国际组织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② 较之绝对

豁免，国际组织限制豁免在人权保护、法治发展

方面都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限制豁免会使

行为相对方更有理由期待国际组织能够诚实守

信地履约，进而增强与国际组织合作、交往的信

心。 国际组织的自身形象亦可因限制豁免的适

用而得到提升，降低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国际组

织侵权损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国际组织

由“人权的守护者”变质为“人权的践踏者”。

国际组织的限制豁免在法律理念和性质上

都与国家的相对豁免存在差异；在实施上也并

不是单纯地将国家相对豁免进行移植，或是将

其等同于功能性豁免。 职能必要理论可以为豁

免范围的确定提供依据、进行思路上的指引，豁

免的限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实现。 国际

组织内部机制的完善、不同司法体系之间差距

的缩小，也可对推行国际组织限制豁免起到促

进作用。 限制豁免将对受损主体获得救济提供

更好的保障，减少国际组织绝对豁免产生的不

利后果。 国际组织限制豁免能否取代绝对豁免

而成为惯例有待国家实践的验证，然而国际组

织限制豁免的合理性应当得到认可并引起相应

的重视。 在国际组织豁免规则的演进过程中，

中国应以人权保护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

创设符合国际社会需求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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